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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环境经济实证研究中广泛运用到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但这一指标的测算方式并不统一，使用不
同测算方法得到的指标经常使得研究结论相互冲突。本文回顾国内外文献，梳理了当前国内外研究者使用的环境

规制强度测算主要方法，指出了这些方法存在数据可得性、多维性、并发性等问题，文章发现环境规制强度指标总

体上呈现出由定性向定量指标发展、向可价值量化发展、逐步覆盖更加广泛的人类活动的三个趋势。文章没有提

出一个统一的衡量方法，但是提出了理想的环境规制测度的７个标准。

　　关键词：环境规制强度　测度指标　环境政策　发展趋势　强度测算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３６（２０１７）０８－　　－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发达经济体对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愈发重视，逐步强化环境管制力度，并

带动环保意识、绿色增长理论、环境政策工具逐步向全球扩散。在环境规制加强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也逐步成为研究者们广泛关注的问题。从 ＳＳＣＩ中统计的文献数量来看，自２０世纪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ＳＳＣＩ数据库检索结果整理

图１　环境规制问题在环境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

９０年代以来，环境经济学论文中以环境

规制为主题的论文快速上升，１９９１年超

过１０篇，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７年，每年在５０篇

及以上，２００８年之后，每年论文数量超

过１００。

这些文献中，涉及“环境规制”的研

究主要包含在政策评价、产业竞争力、国

际贸易和投资、就业和技术创新等实证

研究的成果中，非常多的研究围绕“污染

天堂效应”和“波特假说”的检验来展开。

在研究这类问题时，环境规制强度的测

３９



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ｏ．８，２０１７）

算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前提。但当前的文献反映出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研究存在实证应用多，理论研究不

足的情况。上述文献中专门讨论环境规制测度的理论文献只有四篇。为此，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运用环境

规制强度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的大量文献，发现环境规制强度测算发展的历程和趋势，并尝试得到更加妥当

的测算方式。

　　一 、当前测度环境规制强度的主要方法

对环境规制进行测量就是要对环境规制程度进行量化。目前有三种量化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以定性

指标为基础综合得到定量指标的测量方法。主要是通过专家打分的形式得到指标值。第二种模式是直接

使用定量指标测量规制强度。这些指标往往具有良好的数据可得性，在多个国家的统计体系中存在较长年

限，也便于国际比较。直接使用定量指标也包括在统计指标的基础上进行简单变换，转为无量纲指标或者

相对指标等。直接采用定量指标可以排除主观因素，使得测量结果更加客观。第三种是以定量指标为基

础，将多个定量指标通过一定的计算方法整合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定量指标。这种模式可以将环境领域内多

个维度的定量指标融合，更好的反应出环境规制的整体强度。

　　（一）以定性指标为基础的测量方法

文献中最早对环境规制指标进行测量的是 Ｗａｌｔｅｒ＆Ｕｇｅｌｏｗ［３５］。他们采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ＵＮＣＴＤ）的调查数据，采用问卷的形式对多个国家的环境方面专家对各个国家的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打分，

以美国作为最严格的标杆，为１分，７分表示环境管制最为宽松，最后得到了多个国家的环境规制强度排名，

构建了序数型环境规制强度指数。Ｔｏｂｅｙ［３６］就采用了这一指标对环境规制与贸易模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世界经济论坛（ＷＥＦ）在其发布的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给出的各国环境政策强度指数也是沿用这一方法。

世界经济论坛通过对各个国家的企业家发出问卷，让这些企业家对各个国家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政策执行严

格度给出打分。分值从１分（最宽松）到７分（最严格），最后将专家打分综合后得到各个国家的环境规制强

度分数和排名。

Ｄａｓｇｕｐｔａｅｔａｌ．［３７］也采用这一思路，他们根据１９９２年３１个国家向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ＵＮＣＥＤ）的

提交的统一格式的报告，构建出反应这些国家的环境规制指数。通过对各个国家农业、工业、能源、运输、城

市五个板块中关于空气、水、土地和生物资源四个方面的环境政策情况进行梳理，从环境意识、环境政策、环

境立法、执行机制、执行绩效五个维度，共２５个指标进行评判，每个指标设定 ｌｏｗ、ｍｅｄｉｕｍ、ｈｉｇｈ三个等级，分

别赋予０分、１分、２分，最后综合计算后得到各个国家的总分并进行排名。

　　（二）直接使用定量指标的测量方法

各国环境规制的具体内容中经常显示出降低各种污染物排放量的目标，而工业部门则一直是环境污染

物的主要排放部门。ＤＥＡＮ［３８］指出中国环保部门估计工业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占到了全部污染物的７０％以

上，其中包括了７０％的化学需氧量、７２％的二氧化硫和７５％的烟尘。由于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工业部门，许多

环境规制政策主要是针对工业部门而颁布的［１］。因此很多研究者在直接使用定量指标测量环境规制强度

时选择的都是工业部门污染物相关的指标。

陆［２］梳理了常用的污染物指标，将这些指标分为三类：空气质量指标、水质量指标和其他环境指标。

其中，城市空气质量指标主要包括：二氧化硫（ｓｕｌｐｈｕｒｄｉｏｘｉｄｅ，ＳＯ２）；颗粒悬浮物（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ＳＰＭ）；烟尘（ｓｍｏｋｅ）；氮氧化合物（ｎｉｔｒｏｕｓｏｘｉｄｅｓ，ＮＯｘ）；一氧化碳（ｃａｒｂｏｎｍｏｎｏｘｉｄｅ，ＣＯ）；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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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ＣＯ２）等。水质量指标主要包括三类：（１）水中的病原体浓度：渣滓（ｆｅｃａ１）和固体物质

（ｃｏｌｉｆｏｒｍｓ）；（２）重金属总量以及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水中的有毒化学物排放量；（３）溶解氧（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ｘｙｇｅｎ）；生物需氧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ｘｙｇｅｎｄｅｍａｎｄ，ＢＯＤ）；化学需氧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ｏｘｙｇｅｎｄｅｍａｎｄ，ＣＯＤ）。其他环

境指标主要包括：城市固体垃圾、城市卫生设施、饮用水的使用、能源使用以及森林砍伐等。围绕这些污染

物，研究者们基本上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

１．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和达标情况

由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通常基于技术水平和绩效水平来制定标准，限定污染企业的排放上限，很

多研究者认为用某产业某一污染物排放上限可以反映一国环境规制的力度。最早使用这类指标的是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Ｓｃｈｗａｂ［３９］，他们使用美国规定的汽车喷漆中有机挥发物的上限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

Ｏｔｓｕｋｉｅｔａｌ［４０］用欧盟农产品中黄曲霉含量的最大限度反映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Ｃｏｌｅ＆Ｆｒｅｄｒｉｋｓｓｏｎ［４１］用法

规允许的每加仑汽油中的含铅量来测定环境规制强度。ＭéｎｉèｒｅＹ，ｅｔａｌ．［４２］用混合动力汽车的燃料效率标

准测定环境规制强度。

根据李钢、刘鹏［３］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中国钢铁行业的２２０条环境管制政策进行了梳理，依照时间

序列，根据政策内容中体现的强度变化进行累加赋值，得到中国钢铁行业的环境规制标准强度。

也有学者根据环境规制法律政策的数量来考察环境规制强度的高低，如Ｌｏｗ［４３］提出的绿色指数即地方

政府颁布的污染物规制政策的数量来度量环境规制强度。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４４］使用５０部普通法中环境相关的条款

数量来衡量环境规制的强度。

环境规制的强度不仅取决于标准的制定，其最终效果更加具有表现力。因此环境规制制定后，环境的

达标情况规制强度的后续反应。很多学者应用各种排放物的排放达标情况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Ｂｅｃｋｅｒ，ｅｔａｌ、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４５－４７］都曾采用美国清洁空气法案（ＮＡＡＱＳ）中规定的六个指标的达标率判

定各地区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刘志忠［４］使用污水排放达标率来反映各行业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且考虑到

环境规制的时滞影响，使用滞后一期的指标值。钱争鸣、刘晓晨［５］认为，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是中国“节能减

排”政策的主要考核指标，因此用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来测算环境规制比较符合实际。

２．污染物相关的绝对指标

（１）征收的税费总额。市场型的环境规制一般采用征收庇古税的方法，因此各国各产业对污染物征收

税率的高低可以显示出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４８］以美国不同州设定的有害废弃物处理税衡量不同

区域的环境规制强度。ＭéｎｉèｒｅＹ，ｅｔａｌ．［４２］在研究中也使用燃油税作为环境规制强度指标。

张倩［６］认为，当前中国的环境市场体系还不健全，排污权和排污税等工具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而排污

收费制度实施较早，政策稳定，因此用排污收费作为衡量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执行情况更加准确。Ｄｅａｎ［４］

采用“污水费征收总额”表示规制强度研究中国对外资吸引力的变化。

（２）企业污染物治理支出额。张晓萤［７］从企业行为角度分析了如何选择合适的指标。在政府更新环境

规制后，企业为了合规，必然会改变环境治理支出或清洁技术的研发投入，所以企业的治污费用、治污资本

投入和研发费用等环保支出变化是可以反应环境规制强弱的。在国际上，由于美国普查署从１９７３年开始，

每年公布《产业报告：环境治理的成本与支出》，报告中会公布美国标准产业目录（ＳＩＣ）中编码从２０到３９的

制造业产业为了环境合规而付出的资本支出数据和运营成本数据———ＰＡＣ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ｂａｔｅｍｅｎｔＣｏｓｔｓａｎ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从９０年代开始，欧洲统计局也开始发布类似的数据。污染减排成本（ＰＡＣ）成为美国和欧洲

研究者最常用的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ＧＯＬＬＯＰＭ＆ＲＯＢＥＲＴＳＪ［４９］最早使用了ＳＯ２减排成本作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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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变量研究美国用石化燃料的电力行业的发展情况。随后 Ｋａｌｔ，Ｇｒａｙ＆Ｓｈａｄｂｅｇｉａｎ，Ｄｏｍａｚｌｉｃｋｙ＆Ｗｅｂｅｒ

等［４４－４６］研究者都在各自的实证性研究中采用了 ＰＡＣ指标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度量。Ｇｒａｙ，Ｓｈａｄｂｇｉａｎ，

Ａｒｉｍｕｒａ［５０－５４］用工业废气污染治理费用作为工业废气排放的管制强弱指标。国内的研究者中，赵红［８］使用

废水及废气污染处理设施的运行费用作为衡量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Ｃｈｉｈ－Ｈａｉ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５５］在研究

环境规制对工业产业的研发和生产率提升是否有促进作用时采用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及噪音治理的支

出额测算环境规制强度。

（３）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也是污染治理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污染治理投资

往往既有公共部门的资金也有企业资金，所以既体现了对企业规制的效果，也直接体现了政府的规制强度。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ＵＳＣＢＯ）在１９８５年的一项研究中就以污染治理投资支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还有一

些研究者如ＪｕｇａｎｄＭｉｒｚａ、Ｃｏｌｅ＆Ｅｌｌｉｏｔｔ［５６－５７］则将污染治理投资与污染物处理设施运行费用加总后作为环

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国内的研究者中，闫文娟等［９］采用单位废水排放量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来衡量

地区的环境规制。应瑞瑶和周力［１０］采用“治理污染投资量”作为相应的指标。

（４）污染物排放量。污染物排放量是企业遵从环境规制政策而做出的反应，单位产出的排污量大表明

环境规制松，反之说明环境规制严。一些研究者根据这一逻辑选用某一种或多种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环境

规制强度的度量。Ｋｏｌｓｔａｄ［５８］采用经济体排放的二氧化硫总量作为衡量指标，ＪｉｅＨｅ［５９］也采用 ＳＯ２排放量作

为指标对多个国家的环境规制的强度进行了比较。

张平淡、何晓明［１１］，指出，在“十一五”之初，中国环保部门提出要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变，工

业ＳＯ２和工业ＣＯＤ均属于“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强制减排的主要污染物，因此两者的排放量变化可以测

度中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包群、邵敏等［１２］认为污水、二氧化硫、粉尘以及固体废弃物在内的各类污染物

排放量能够直观地反映地方环境质量的水平变化因此将各种污染物排放量的综合作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

的指标。

３．污染物相关的相对指标

用绝对指标反映环境规制强度虽然比较直观，但是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即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例

如污染物排放量经常与经济规模与产出水平呈正向关系。（ＣｌａｉｒｅＢｒｕｎｅｌ＆Ａｒｉｋ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６０］）因此对于不断

发展变化中的经济体，绝对指标不能很好的体现环境规制的变化情况，影响了环境规制强度的可比性。而

相对指标则成为研究者们更加热衷的选择。

（１）污染物治理支出强度。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Ｋｒｕｇｅｒ，ＩｓｅｒｎＪ，ＢｒａｖｏＥ［６１－６２］在研究环境规制时用企业减排成本

与产业增加值的比值作为企业减排强度指标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Ｅｄｅｒｉｎｇｔｏｎ＆Ｍｉｎｉｅｒ，Ｌｅｖｉｎｓｏｎ＆

Ｔａｙｌｏｒ［６３－６４］则以产业总成本与污染物减排成本之比作为环境规制强度指标。Ｇｒａｙ［５７］和 Ｌａｎｏｉｅｅｔａ１．［６５］等

则用各行业废气和废水治理设施当年运行费用占本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的之比作为衡量标准。国内的研究

者中，景维民、张璐，［１３］也采用这一思路，得到污染排放治理费用率，间接刻画环境管制强度。王勇、施美程

等［１４］则选取工业各行业废水、废气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费用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和工业各行

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占主营业务成本比重两个指标，共同反应环境规制强度。

（２）污染物治理投资强度。也有研究者选择使用污染物治理投资额与产业增加值、产业总投资额的比

值得到相对指标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Ａｉｋｅｎｅｔａｌ．［６６］使用污染减排资本支出占总投资支出的比重作为指

标。郭红燕和韩立岩［１５］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表示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张成，陆

［１６］用各省份治理工业污染的总投资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营成本、工业增加值的比值分别作为度量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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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规制强度的指标。曾贤刚［１７］采用“污染治理投资／ＧＤＰ”和“排污费／ＧＤＰ”双重指标衡量规制强度。

（３）污染物排放强度。ＳｍａｒｚｙｎｓｋａａｎｄＷｅｉ［６７］，使用铅、二氧化碳和污水的排放量与ＧＤＰ的比值衡量环

境规制强度。李璇、薛占栋，李璇［１８－１９］用一个地区的单位工业增加值的碳排放量（排放强度 ＝ＣＯ２排放量／

地区工业增加值）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比值越大表明单位工业增加值的碳排放越多，环境规制的执行力

越小。ＳＯ２排放是中外学者广泛关注的一个指标。盛斌、吕越
［２０］认为，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燃煤产

生的二氧化硫造成的大气污染是中国环境污染的主要形式，可以用 ＳＯ２排放量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除了

用排放量与其他经济量构建相对指标外，也有研究者用不同地区同一污染物的相对排放强度构建指标，如

江珂［２１］用某个外资来源国的Ｃ０２排放量除以中国Ｃ０２排放量来表示环境规制相对力度。

４．其他常用的定量指标

在投入型指标中，除了经济上的投入，企业设立的环境机构和工作人数的数量也是环境投入的衡量，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４４］就使用企业平均拥有的环境机构的工作人数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

环境检查的次数和行政处罚的次数可以反应执法是否严格，Ａｌｐａｙ等（２００２）选取媒体报道的相关部门

对环境的检查次数作为墨西哥规制强度的代理指标。Ｃｏｌｅ等（２００８）使用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行政处罚案件

数来作为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替代指标。Ｐａｒｇａｌ＆Ｍａｎｉ（２０００）用被环境部门归档的诉讼案件数量测量印度

各州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使用各州的工厂数量对这一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其目的在于控制各州在工厂

数量上的差异对环境规制行为和诉讼案件数量的影响。

Ｄａｓｇｕｐｔａｅｔａｌ．［３］指出，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与环境规制程度具有很高的相关性，因此可以使用人均

ＧＤＰ反映环境规制的强度，陆［２２］延续了这一思路，用人均ＧＮＰ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

　　（三）综合性指标

单一定量指标客虽然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针对性，便于横向的比较，但是对环境规制产生的政策效应

衡量也比较片面，不能很好的反映环境规制政策的整体强度。因此将多个单一指标融合成为综合指标也受

到研究者的青睐。在构建综合指标时，研究者们主要采用标准化、因子分析、熵值法等方法。

１．多种污染物指标的综合

绝大多数工业企业或者工业的某一个产业排放的污染物不止是一种，因此，将不同种类的污染物指标

通过某一方式综合成为一个指标，能够更加真实的刻画环境规制的水平，也便于行业间、国家间的比较。

ＶａｎＢｅｅｒｓ和ＶａｎｄｅｎＢｅｒｇｈ（１９９７）采用７项反应环境质量的指标通过排序赋值法得到各个国家在分项指标

上的排序值，将分项排序值加总得到总的国家排序值，用排序值除以赋值总分得到一个介于０－１之间的环

境规制综合强度指数。张倩［６］选取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烟尘排放达标率、粉尘排放

达标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固定废物处置率６个单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加权并加总得到综合指

标来评价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强度。

傅京燕、李丽莎［２３］构建了一个由目标层、三个评价指标层（废水、废气和废渣）和一些数据可得的单项

指标层构成的三级ＥＲＳ综合指数衡量一国的环境规制强度。并基于中国各类污染物排放的严重程度以及

数据的可得性，选择废水排放达标率、二氧化硫去除率、烟尘去除率、粉尘去除率和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五

个单项指标来衡量中国环境规制。

２．对环境规制全流程的综合

目前环境的市场价值实现还没有得到彰显，在全球范围内，主要的环境规制都带有明显的“自上而下”

７９



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ｏ．８，２０１７）

的政策特色。环境规制的强度不仅取决于政策的高标准，也在于是否得到了严格的执行。Ｃａｓｐａｒ［２４］认为环

境规制是一种投入产出的过程，对环境规制的衡量应该包含投入、过程和结果三个方面。ＬａｍｍｅｒｔｊａｎＤａｍ和

ＢｅｒｔＳｃｈｏｌｔｅｎｓ（２０１２）按照政策从制定到发挥作用的流程，将“环境政策”、“环境管理”、“环境改善情况”、“环

境绩效对进步的影响”四个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进行综合，来反应环境规制强度。王奇，刘巧玲［２５］选择了地

方环境保护法规数量和标准数量两个指标衡量环境规制政策严格程度，同时选用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三

同时执行率、工业废水达标率、工业ＳＯ２达标排放率四个指标衡量环境规制执行的严格程度，并通过熵值法

确定各个指标权重并综合，来衡量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

表１　综合环境规制流程的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环境规制严格程度 环境规制政策严格程度 地方环境保护法规数量

地方环境保护标准数量

环境规制执行严格程度 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

三同时执行率

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

工业ＳＯ２达标排放率

　　资料来源：王奇、刘巧玲（２０１４）。

表２　从成本和收益角度构建的环境规制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中国环境规制效率

评价指标体系

环境规制的成本指标 人力投入指标 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人数

物力投入指标 环境污染治理设施数

财力投入指标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率

环境规制的收益指标 污染控制指标 工业烟尘排放达标率

工业粉尘排放达标率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

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

城市污水处理率

环境质量指标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资料来源：徐盈之、杨英超（２０１５）。

　　３．将投入型指标与绩效型

指标相融合

李钢、李颖［２６］从成本和收

益的角度，将环境规制指标区分

为投入型指标和绩效型指标。

投入型指标可以衡量企业遵循

环境规制的直接成本，也可以衡

量政府、环保机构为实施规制、

保证规制效果所付出的成本。

其中，企业的直接成本包括资本

设备投入以及治污设施运营维

持费用。绩效型指标反映了企业

在政府环境规制下的污染水平，

即体现了政府环境规制的绩效。

徐盈之、杨英超［２７］认为这种绩效

是非市场化的收益，他们从环境

规制的成本和收益两个方面，建

立了四个层级的环境规制指标体

系衡量环境规制强度水平。

Ｂｏｔｔａ．Ｅ．＆Ｔ．Ｋｏｌｕｋ（２０１４）

构建了基于能源部门的扩展的

综合指标体系，衡量整个经济部

门的环境规制强度。他们构建

的指标体系分为两个部分，第一

部分是针对能源部门的基础指标。实际上，这些指标主要注重电力的生产方面的政策，当然这些政策也应

用到了其他部门。选择能源部门作为基础指标的原因有四个。首先，这一产业可以获得政策强度测算的时

间最长，覆盖的国家最多，具有较强的数据可得性。第二、该产业是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与

其他产业的相关联程度很强。也就是说，环境政策对某一产业的规制力度，可以从该产业的能源生产察觉

出来。第三、能源生产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同时也造成了空气污染。第四、对于使用不同能源和燃料的

发电商，不同规模的发电企业，各个国家的环境规制基本都可以覆盖，因此指标体系也有广泛的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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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基于能源部门的规制工具和评价依据

规制工具 评价依据

ＣＯ２排放贸易计划 一单位ＣＯ２配额的价格

可再生能源认证贸易计划 可再生电力占比

能源认证排放贸易计划 每年节约的电力占比

ＳＯ２排放贸易计划 一单位ＳＯ２配额的价格

ＣＯ２税 税率

ＳＯｘ税 税率

ＮＯｘ税 税率

风电上网电价补贴 每千瓦时的补贴额

光伏电上网补贴 每千瓦时的补贴额

风电上网保险计划 每千瓦时的保险额

光伏电上网保险计划 每千瓦时的保险额

对新设火电厂的颗粒物排放限制 颗粒物浓度标准

对新设火电厂的硫化物排放标准 硫化物浓度标准

对新设火电厂的氮化物排放标准 氮化物浓度标准

政府针对可再生能源技术支出的研发支出 占ＧＤＰ的比重

　　资料来源：Ｂｏｔｔａ．Ｅ．＆Ｔ．Ｋｏｚｌｕｋ（２０１４）。

表４　拓展到所有经济部门的环境规制工具和评价依据

规制工具 评价依据

柴油产业税 运输行业中使用一升柴油所交的税

押金返还制度 虚拟值

柴油中硫含量标准上限 国家标准中内容

　　资料来源：Ｂｏｔｔａ．Ｅ．＆Ｔ．Ｋｏｚｌｕｋ（２０１４）。

　　从选择的指标来看，衡量的环境规制工具非

常广泛，既有市场激励型的，也有命令 －控制型

指标；既有标准中的约束性指标，也有政府扶持

性指标；既有投入型指标，也有绩效型指标；既有

绝对指标，也有相对指标。

第二部分指标是拓展的指标，嵌入了三个额

外的规制工具。这三个额外的指标主要关注温

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代表了更加广泛的环境政

策。使得指标体系可以适用与整个经济体。

　　二、当前环境规制指标依然面临的挑战

　　（一）数据可得性

数据的可得性是长期以来困扰环境规制测

度的问题。早期的环境规制国际比较研究中，就

存在美国公布 ＰＡＣＥ数据，而欧洲的类似数据直

到９０年代才出现。即便是美国的ＰＡＣＥ数据，表

面上很理想，因为直接来源于各个企业的经理

人，但实际上也很难准确的反应减排成本，因为

其包括了一些并非由于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导致

的费用（ＣｌａｉｒｅＢｒｕｎｅｌ＆Ａｒｉｋ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６）。王

勇、李建民［２４］指出目前使用的大量指标存在着数

据缺失的问题，在实证分析时，面板数据数据方

法很难得到使用，并且，这些指标经常具有序数

特征，环境规制的边际效应难以测量。

此外，不同区域标准的复杂变化也影响了这

些指标的使用。例如中国在２０１４年下发了《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之后，各个省市

都对排污费做了调整。北京将收费标准调高了６～８倍、天津调高了４～６倍；河北则分三步调整到原来的

２～５倍，湖北分两步调整至 １～２倍。不同区域的标准变化差异增加了跨区比较的难度。

此外，就环保投资而言，《中国环境年鉴》统计的投资内容涵盖了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建设项目“三同

时”环保投资、城市环境基础建设投资和环境影响评价申请项目的环保投资额。国内很多实证文献使用工

业污染治理投资来测量环境规制强度，但从２００５年以来，工业的污染治理投资变化较小，主要变化都表现在

“三同时”环保投资上。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１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仅增长了１．０９倍，而“三同时”环保投资

在则增长了４．２倍。这些统计科目的变化对传统的环境规制指标的准确程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多维性和并发性

由于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环境规制也面临着多维性问题。这一点从规制的对象上就明显表现出

来，环境媒介就包括空气、水、土壤，污染物又包括硫化物、氮化物、污水、废弃物、有毒化学物质等等。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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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规制针对的是住户部门，有一些则针对产业部门。有一些规制应用了市场化的激励手段，有一些规制则

采用传统的命令控制方法。规制工具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了单一指标不能有效反映环境规制的总体强度，而

多项规制强度指标又缺乏相互比较性。

ＢｅｍｅｌｉｎａｎｓＶｉｄｅｃｅｔａｌ．（１９９８）从环境政策的作用机制角度把环境规制分为经济激励、法律工具和信息工

具三类。Ｌｕｎｄｑｖｉｓｔ（２０００）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细化，把环境规制的内容分为：物质的、经济的、信息的、

组织的、法律的五类。世界银行则把环境规制机制分为“利用市场的”、“创建市场的”、“直接的环境规制”

和“公众参与的”四类。孙启宏［２８］在其基础上将国内非市场化的环境规制工具又划分为命令控制型政策工

具和信息披露型政策工具。

表５　主要环境规制工具的分类

主题
政策手段

利用市场的政策工具 创建市场的政策工具 命令与控制型政策工具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工具

资源管理和

污染控制

征收环境税 可交易的许可证与配额制度 制定标准 生态标准

减少补贴 明确产权／分散权利 发布禁令 资源协议

使用费 国际环境补偿体系 发放许可证及配额 环境认证

押金－返还制度 公众知情计划

专项补贴

　　资料来源：孙启宏，２００９。

虽然众多研究者采用综合性指标体系将多样的环境规制工具融为一体进行比较，但是科学有效的综合

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Ｂｏｔｔａ．Ｅ．＆Ｔ．Ｋｏｚｌｕｋ（２０１４）认为，一些研究者研究经济增长、产业竞争力与环境规制强度之间的关系。

但是一些因变量与环境规制的变动存在并发性（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ｉｔｙ），不能证明变量变动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通

过企业调查得到的企业家对环境规制强度的感受完全取决于经济周期。Ｂｒｕｎｅｌａｎｄ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３）指出环

境规制是为了限制排放水平，但是排放水平同时也是决定规制强度的一个重要因素，高污染水平和强规制

水平很可能是同时存在，而影响评判。虽然现在的研究者采用自然实验或者选择代理变量的方式规避这一

问题，但是自然试验的机遇需要漫长的难以预测的等待，寻找合适的代理变量也并非易事。

　　（三）采用不同指标的结论相互背离

李玲、陶锋［２９］以废水排放达标率、二氧化硫去除率和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三个指标为基础，测算了２８

个制造行业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９年间的环境规制强度，结果显示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在总体上是上升的。

但是，不止一位国内的研究者指出，一些传统的已经被广泛使用的测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不论是有

关污染物的定量指标还是相对指标，都显示出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呈现下降趋势。

蒋伏心、纪越等［３０］在系统地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过程中采取了９种常用的度量环

境规制强度的指标（如表三所示）。在列出各项环境规制指标本身变化趋势后发现，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１０年，９

个指标中，有６项呈现下滑趋势，有１项保持平稳，仅有ＳＯ２排放达标率和单位ＧＤＰ能耗两个指标是上升的，

由指标反映出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在整体上是下降的。

王勇，李建民［２４］对广泛使用的环境规制指标———单位产值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一

指标会低估环境规制强度，并且忽略区域产业结构不同带来的影响。而通过构建无量纲化的单位排放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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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广义投资（包括的三同时环保投资）指标进行衡量，则得出与传统方法不同的结果。

表６　常用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显示出的趋势

指标名称 趋势

１ 废气、废水的治理设施运行费用／ＧＤＰ 下降

２ 废气、废水的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主营业务成本 下降

３ ＳＯ２达标率 上升

４ 废水排放达标率 ０３年后持平

５ 污染治理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 下降

６ 污染治理支出／主营业务成本 下降

７ 排污费与主营业务成本的比值 下降

８ 排污费与ＧＤＰ的比值 下降

９ 单位ＧＤＰ能源消耗量 上升

　　注：各指标统计区间１９９６—２０１０。

　　资料来源：李钢、姚磊磊等（２００９）。

图２　以污染物治理成本占工业总产值比衡量的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变化

　　资料来源：李钢、姚磊磊等（２００９）。

图３　以环境已支付成本占工业环境总成本比衡量的

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变化

　　李钢、姚磊磊等［３１］指出，如果按照广

泛使用的环境规制成本的思路，用工业污

染物处理成本与工业总产值或工业增加

值的占比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通过计算

可以发现，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７年，中国的环

境规制强度在两个区间段上都是递减的。

但是这一衡量方法并没有考虑到中

国的产业清洁度变化。他们计算了工业

环境总成本，发现其占工业总产值或工业

增加值的比重也是下降的。说明中国工

业的清洁度本身是下降的。他们以环境

已支付成本与工业环境总成本的比值作

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则发现环境

规制强度存在上升趋势。

三、环境规制强度衡量方法发展
趋势

　　（一）以定量指标取代定性指标方法

在环境规制研究的早期由于统计数

据的缺失，跨国比较经常采用问卷的方式

进行，参与调查的专家或者经理人根据自

身了解的信息和感受对环境规制进行评

价。Ｗａｌｔｅｒ和 Ｕｇｅｌｏｗ（１９７９）以及世界经

济论坛（ＷＥＦ）最早构建的环境规制强度

指标都是如此得到的。但随着全球对环

境问题的重视形成共识和各国统计体系

的逐渐完善，在全球比较的研究中，定量

指标逐渐替代定性指标成为主流。例如

ＷＥＦ逐渐淡化了原来自己构建的环境规

制强度指标体系，而与耶鲁大学和哥伦比

亚大学联合发布环境绩效指数（ＥＰＩ），这

一指标体系则是完全建立在定量指标的

基础之上。

　　（二）指标值的价值量化

国内外许多学者在进行环境规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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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及出口影响方面的研究时候对污染物用物理量来衡量，董敏杰、梁泳梅（２０１１）认为，采用这种方

式，各种污染物在量纲上难以加总，并且也难以从经济意义上度量环境管制强度的变化程度。而以各种污

染物的虚拟治理成本来衡量环境管制强度，一方面可以把不同污染物加总，另一方面也可以较好地从经济

意义上度量环境管制强度的变化程度。［３１］有些学者在选择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时就实现了指标的价值量

化。如ＫｈｅｄｅｒＳＢ，ＺｕｇｒａｖｕＮ．（２００８）用ＧＤＰ／Ｅｎｅｒｇｙ度量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傅京燕［３２］也用ＧＤＰ／Ｅｎｅｒｇｙ

衡量一国的环境规制严格程度。

　　（三）涵盖更加广泛的人类活动。

早期的环境规制强度测定方法把主要的注意力锁定在了工业领域，但在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注点逐

渐延伸到整个经济领域，现在已经开始涵盖更加广泛的人类活动。ＯＥＣＤ发布的环境政策强度指数（ＥＰＳＩ）

所用的指标体系，第一部分也是聚焦于工业领域，特别是能源部门，而通过第二部分指标的拓展，使得这一

指标体系可以覆盖到所有经济活动。

Ｄａｓｇｕｐｔａｅｔａｌ．［３］为世界银行构建的环境规制严格度指标体系时，就意图覆盖空气、水、陆地和生物资源

四个领域。但由于数据不健全，仅覆盖了２５个国家。从２００４年开始，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与世界经济

论坛联合定期发布的ＥＰＩ指数则依托健全的数据，涵盖了健康影响、空气质量、水与环境卫生、水资源、农业、

林业、渔业、生物多样性与栖息地、气候和能源９大板块，参评国家达到１８０个。

表７　耶鲁、哥伦比亚和世界经济论坛ＥＰＩ指标体系

政策领域与具体指标

１ 健康影响

１　儿童死亡率

２ 空气质量

２　室内空气质量

３　ＰＭ２．５的平均暴露水平

４　ＰＭ２．５超标水平

３ 水与环境卫生

５　洁净饮用水普及率

６　卫生设施普及率

４ 水资源

７　废水处理

５ 农业

８　农业补贴

９　农药管制

６ 林业

１０　森林覆盖率变化

７ 渔业

１１　沿海大陆架渔业压力

１２　鱼类资源

８ 生物多样性与栖息地

１３　国家生物群落保护

１４　全球生物群落保护

１５　海洋保护区

１６　关键栖息地保护

９ 气候与能源

１７　碳排放强度趋势

１８　碳排放强度趋势变化

１９　用电人口比重

２０　每ＫｗＨＣＯ２排放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翻译整理自《ＧＬＯＢＡＬＭＥＴＲＩＣ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从环境规制的主体来看，虽然环境规

制主要是政府行为，但对于环境的保护也

是人民大众的普遍要求。人们虽然很难直

接参与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但是可以通

过公共舆论反应大众的要求，对环境污染

者形成舆论压力，与环境政策形成联动。

徐圆［３３］在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体系

时，设置了正式的规制和非正式规制两部

分内容。并且通过谷歌趋势（ＧｏｏｇｌｅＴｒｅｎｄ）

提供环境相关问题的搜索指数和公开媒体

上关于环境污染新闻的报道数量来衡量非

正式环境规制强度。

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环境保

护意识和环境政策不仅受到本国国情的影

响，同时也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环境保护要

求的，因此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情况也被

考虑到环境规制的测度中。Ｓｍａｒｚｙｎｓｋａａｎｄ

Ｗｅｉ（２００４）采用一国对欧洲经济委员会主

导的四个国际环境条约的参与程度来衡量环境规制水平。陆菁［３４］采用一国政府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协议的

数量作为反应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

从文献发展脉络来看，全球的研究者们也一直在寻求一套克服数据可得性、多维性、并发性等障碍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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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规制指标体系，来更加准确的刻画环境规制的强度，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从研究者

们不断的探索过程来归纳，笔者认为理想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体系，应该符合下列特征：（１）具有可计算性；

（２）政府统计体系能够收集到的数据；（３）数据具有持续性，可以形成面板数据；（４）具有基数特征而非序数

指标；（５）能够价值量化并在理论上应当与污染处置成本正相关；（６）能避免经济发展程度带来的影响；

（７）全面覆盖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影响。虽然当前的环境规制测量方法距离这一理想的标杆有差距，但是

随着统计体系的完善，国际协调的推进，数理方法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将能够采用更加科学的环境规制测

量方法进行贴近现实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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